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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合璧书写的演变与清朝的国家认同
强光美

摘　要：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合璧书写在有清一代经历
了由入关前满蒙汉三体并书，到入关初调整为满汉合璧为主，再到清中期满、蒙、汉、

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格局奠定，直至嘉道以后整体式微的演变过程。这一动态演变
恰恰与清朝国家认同的萌芽、重构、确立以及稳固趋势相一致，其实质是随着 “中国认
同”不断强化、巩固和自觉，清朝逐步完成了 “中国化”进程，并以多民族语文合璧书写
为纽带，最终建立起新的 “同文”秩序和大一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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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使用多民族文字的合璧书写是清朝语言文字政策的显著特征。以往学者对于不同类型的合
璧文献，如图书、公文、匾额、碑刻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考订与探究，① 并在此基础上阐释
了 “合璧”所具有的 “同文”“共时性”等政治内涵。② 但上述讨论并没有对合璧书写的演变作历史
性的探讨，尤其对有清一代合璧书写的发展脉络未进行系统梳理，对不同历史阶段合璧体系内部文
字的种类变化、地位消长及其背后折射出的清朝政权性质和国家认同变迁也缺乏针对性的分析。有
鉴于此，本文在充分爬梳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勾勒清朝多语文合璧书写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总
结其阶段性特征，进而以此考察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与满人国家认同的变迁。

一　三体并书：清入关前的合璧书写与国家认同的萌发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载体，也在一个政权的政治认同构建中发挥着关键性
的作用。明朝中后期女真文失传以后，女真后裔主要依靠蒙古文进行读写。自正统九年 （１４４４）玄
城卫指挥撒升哈等奏请明廷颁发敕书之类用 “达达字”之后，蒙古文正式成为明朝中央政府与女真
各部首领进行交流的书面文字。万历年间，努尔哈齐在统一女真诸部、创立政权的过程中，萌生了
以文字区分 “国家”（满文ｇｕｒｕｎ）的观念，认为 “我国”（满文ｍｕｓｅｉ　ｇｕｒｕｎ）应该有自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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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代表性的成果有：春花 《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赵令志 《清代满汉合璧字辞书及其作用探析》，
《满语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关笑晶 《清代满蒙辞书 “序”研究》，《满语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等。

不少学者指出，多语文的合璧书写是清朝 “同文之治”理念和实践的具体表现，主要见于：林士铉 《清代蒙古与满洲政治文
化》，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２００９年；马子木、乌云毕力格：《“同文之治”：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拟与实践》，《民族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也有部分学者围绕多语合璧是否昭示着清朝的 “共时性君权”（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ｈｉｐ）展开针锋相对
的讨论，如Ｐａｍｅｌａ　Ｋ．Ｃｒｏｓｓｌｅｙ．Ａ　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ｔ　Ｍｉｒｒｏ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Ｑｉｎｇ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１１；钟焓：《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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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借助 “他国蒙古之言” （满文ｅｎｃｕ　ｍｏｎｇｇｏ　ｇｕｒｕｎ　ｉ　ｇｉｓｕｎ）。① 由此，他于明万历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下令额尔德尼等人在蒙古文的基础之上创制了满文，尊为 “国书”，颁行使用。

满文的创制和推广，是努尔哈齐致力于构建满洲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环节。其后，皇太极于

天聪九年 （１６３５）改 “女真”为 “满洲”，次年建元称帝，国号 “大清”，标志着满洲共同体的正式

形成。但新的满洲共同体，不仅有女真人，还包含汉、蒙古、朝鲜、索伦人等不同成分。可见，满

洲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共生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共同体，这就对其统治提出了新的要求，

并影响到政权的文字书写。早在天聪初年，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上书，指出朝政实录仅仅以满文记

载实为不妥，“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建议将满文译

汉，以满、汉两种文字记注，从而 “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②。该建议被采纳后，满汉合

璧书写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如天聪四年敕建的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文即系满汉合璧。③

可见，使用满汉合璧书写是早期满洲统治者在多元文化传统影响及现实环境制约下的选择，是为了

塑造 “满汉共主”的形象，同时也凸显出此一时期政权内部满、汉两大民族的主体地位。

此后，随着联合蒙古政治方针的逐步确立，蒙古对满洲政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并深刻地改

变了合璧书写格局。蒙古文不仅进入国家层面的合璧书写，甚至一度超越汉文，成为合璧体系中仅

次于满文的主体文字之一。于是崇德元年 （１６３６）皇太极的称帝大典上出现这样的景象， “满洲、

蒙古、汉官捧三体字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宣示于众”④。皇帝登基乃国之大

典，在仪式中，满洲、蒙古、汉官各以本族文字书写和宣读表文，寓意皇太极的政权获得了满、

蒙、汉各族拥戴，是对其 “天下共主”身份的一种仪式性的阐释和强调。正如黄兴涛所言，此时的
“大清国虽 ‘首崇满洲’，却已绝非满洲一族之国，而是其主导之下的满、蒙、汉等族人民共享的国

家”⑤。

自此，满蒙汉三体并书格局正式形成。崇德以后，凡国家大政大典，如颁诏仪、进表笺仪、册

封仪、将帅出征仪等，俱用三体字式。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朝政实录不再仅仅用满、汉两种文字

记注，而是增加蒙古文，成三体。如崇德元年修成的 《太祖太后实录》，即是以满、蒙、汉三种文

字编译成书。⑥ 此外，有关国计民生的历书，自崇德二年开始，一直制作和颁发满、蒙、汉文三种

版本。与此同时，代表朝廷门面的皇家建筑上的题字以及宣扬国威的征战纪念碑，也都采用包含蒙

古文在内的三体合璧式样。例如，崇德二年立于盛京皇宫大门两侧的文德、武功坊牌楼，即为满汉

蒙三体合璧。始建于崇德二年的韩国三田渡碑，是皇太极为宣扬其武功而命朝鲜国王修建的，崇德

四年碑成，题为 《大清皇帝功德碑》，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书写，记述了清帝对朝鲜的平定

与怀柔，从而彰显清朝国威。清廷在这些重大场合采用三体合璧，显然宣扬和巩固了满蒙汉三体并

书的理念和制度，并以此强化 “共享”政权的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蒙古文不仅成为合璧书写的三大主体文字之一，而且在内部的秩序

安排上往往优于汉字，凸显了蒙古的重要地位和满蒙的亲密关系。在各种仪式和表文上，一般遵照

首满文、次蒙古文、再汉文的秩序安排。例如，崇德元年孝端文皇后册立大典，诸王率满洲官上清

　２０２２年 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满洲实录》卷３，己亥年二月。
《杨方兴条陈时政奏》，天聪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载 《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０年，第３７—３８页。

关于此碑的研究，可参见李勤璞 《辽阳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研究》，《满语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内密 （秘）书院档案，《内外诸臣为天聪汗上尊号行礼及崇德帝率众诣天坛祭天》，崇德元年四月十
一日，档号：０１—０１—０４。

黄兴涛：《清代满人的 “中国认同”》，《清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齐木德道尔吉：《满文蒙古文和汉文 〈清太祖实录〉之间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６５　　　 －

字表文，蒙古诸王率蒙古官上蒙古字表文，汉官上汉字表文，次第宣读。① 崇德三年，在多罗贝勒

岳托等人的出征典礼上，“赐敕书、印，行礼，众人跪于阶下，大学士刚林读满文敕书，理藩院承

政塞冷读蒙文敕书，大学士范文程读汉文敕书”②。

入关前合璧书写格局的初步确立，反映出满洲统治者对 “天下” “国家” “一统”等观念的认

识，明显有别于汉族统治者。在国家和疆域治理实践中，他们并不急于构建以往汉族统治者追求统

一文字的 “书同文”景象，而是针对境内多民族语言和文字共存的现实，秉持 “从俗从宜”方针，

灵活运用多语文 “合璧”这一书写模式。尽管多语文的合璧书写并非满人之创举，辽、金、元等王

朝统治者也曾以政治手段自上而下推行过合璧书写，但不同的是，在合璧格局上，此前均以 “国

书”（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蒙古文）与汉文二体合璧为主，而清朝早期的合璧书写则呈现出另

一种特征，即在 “国书”满文与汉文之外，将第三种文字———蒙古文，纳入了合璧体系，形成了满

蒙汉三体并书格局，且蒙古文地位一度超越汉文，表明此一时期的满洲政权不仅为满、蒙、汉为主

体的联合政权，而且有较为强烈的 “蒙古化”倾向，亦即学界所谓 “内亚”色彩。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以狩猎、采集、农业为生的保持定居生活状态的满洲人，并不完全符合内

陆亚洲游牧民族的特征，因此，将早期满洲政权视为 “内亚”政权的观点尚需商榷。③ 不过，从地

缘和文化传承上来看，满洲人由于生活地域毗邻蒙古草原，在早期的文明发展中确实与内陆亚洲文

化有着密切接触，并深受其影响，尤其在文字的使用和创制上。满洲人在未有文字之前，主要依靠

蒙古字进行读写，在决心创制本民族文字之时，又抛弃了金朝女真字以汉字为模型的传统，而直接

借用了蒙古字母及其拼写方法。民国时期著名的蒙古族学者、出版家汪睿昌强调，满蒙文字上的亲

缘关系，极大地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其所以合满蒙为一家者，论者谓婚姻、爵禄、宗教之故，而

不知文字构通之功也。满文本出于蒙文，其字头拼音大略相同，故易瞭解。凡公文上下，满蒙并

重，用途亦广”④。总之，由于地缘上的毗邻，文化上的效仿，政治上的联合，蒙古因素在满洲共同

体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　从三体并书到 “满汉一体”：清入关初合璧格局的调整与国家认同的重构

如果说，入关前合璧书写的文字选择及内部秩序显示出满人对蒙古文化的认同，具有较为浓厚

的 “内亚”色彩，那么此后，随着清朝统治重心的转移与统治者政治文化认同的演变，合璧书写的

格局也发生了相应调整，其政权的 “内亚”色彩也就越来越淡化。

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洲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

人口众多、拥有悠久历史和先进文化的汉人，成为其主要统治对象，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策

略，从原先的联合蒙古，过渡到倚重汉文化，寻求汉族士大夫的支持。为此，以顺治帝为首的统治

集团表现出对儒家经典及其制度的浓厚兴趣，开始主动学习汉语汉文。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洪

承畴等强调汉文的重要性，认为帝王在精通满文之外，还须习汉文、晓汉语，如此方能 “上意得

达，而下情易通”⑤。另一方面，入关后满洲统治者正式以 “中国”自居，并积极构建其统治的合法

性。为了打造中原正统王朝形象，他们在政治上标榜 “满汉共治”，在文化上宣扬 “满汉同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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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０３，《礼部一四·册立一·册立皇后》。

季永海、刘景宪译编：《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具体分析可参考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 “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中央民族大学古籍馆藏，汪睿昌：《蒙文分类辞典序》，载 《蒙文分类辞典》，１９２６年版，第１页。
《清世祖实录》卷１５，顺治二年三月乙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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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璧书写的格局进行了相应调整，即在 “首崇”满文的前提下，提升汉文地位，而相应降低蒙古文
地位，甚至将其排除在很多重大场合之外，从而打破了原先的三体格局，满汉合璧成为主要书写模式。

首先，满蒙汉三体合璧书写的应用场合迅速收缩，蒙古文在合璧体系中的地位渐趋弱化。这一
变化在祭礼上表现得最为彻底。顺治十三年，清廷规定太庙牌匾 “停书蒙古字，止书满汉字”①。十
四年，工部奏言：“凡各坛庙门上匾额，或从太庙例，去蒙古字，止书满汉字，或仍用旧额。”皇帝
批示：“如太庙例。”② 与此同时，皇家宫殿、园林等的匾额文字也由满蒙汉三体改为满汉合璧。各
处匾额纷纷去除蒙古字，标志着清朝入关后在 “礼制化”过程中蒙古因素的渐次退场。而以满汉合
璧形式书写新的牌匾，则是清朝统治者以一种公开的姿态表明满汉在文化上的趋同，树立 “满汉一
体”之形象。

不仅如此，清廷的重大仪式如颁诏仪、册封仪等，也不再延续关外三体文传统，而只用满汉两
种文字。在政书典要的编纂和颁发中，三体格局也逐渐被打破，蒙古字的权重下降。例如，顺治十
八年，满洲统治者首次开馆纂修皇家族谱———玉牒，在文字选择上，从初次纂修，即为满汉两种文
字，③ 而未沿用入关前三体文字的旧制。

其次，清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定，推动满汉合璧书写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
活等各个领域的迅速普及，由此，满汉二体逐渐取代满蒙汉三体，成为合璧书写之主体。

顺治元年，清朝统治者甫一入关，即下令内外各衙门印信俱并铸满汉字样，其余牌符、凭文等
也相应改制成满汉合璧。官方印信等物乃国家权力之象征，以满汉合璧字样铸造即是为了昭示 “满
汉一体”理念。顺治十年，朝鲜国王向清廷呈进表疏，皇帝批阅时发现，表疏上所钤盖的印篆仍然
沿用关外旧制，只有满文，而无汉字，于是立即让礼部改铸 “兼清汉篆文”的新印，颁赐给该国王
使用，“并令王国臣民咸与知之”④。可见，清廷宣扬 “满汉一体”理念，范围不仅限于内地，还远
及诸藩。

自顺治初年开始，清廷还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谕旨，规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文书式样，将满汉
合璧推广至政府文书。皇帝率先垂范，自顺治四年起，颁给直省文武官员的敕书等，兼写满汉文
字。⑤ 顺治九年规定，各省汉官敕书，全部翻译满文启奏记档。⑥ 顺治十年正月又规定，今后各部院
奏事，各臣照常面奏，待皇上览毕，“上批满汉字旨发内院，转发该科”⑦。在这种情况之下，各部
院及地方官员上呈的题奏本章开始按规定满汉合璧书写。

清廷还组织纂修满、汉两种文字的典籍，以官修图书形式确定满汉合璧的基本书写原则。如顺
治二年至四年的 《大清律》，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至二十九年的 《大清会典》，这些重要的国家律
典均用满汉两种文字编纂颁行。

此外，在一些面向大众的场合增添满汉合璧元素，以推动满汉合璧书写的社会化传播。比如清
廷发布的告示，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满汉合璧形式刊刻，以便人人知晓。顺治十年六月，为防止太监
祸乱宫闱，清帝发布严旨，对内监管理作了严苛的制度规定，并 “着刊刻满汉字告示，自王以下，

以及官吏、军民人等，咸宜知悉”⑧。甚至官员的出行仪仗也有相应要求。顺治九年四月，规定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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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世祖实录》卷１０５，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戊戌。
《清世祖实录》卷１０６，顺治十四年正月癸丑。

孙成德：《清代皇族的族谱———玉牒》，《中国档案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３日，总第２２７０期，第３版。
《清世祖实录》卷７３，顺治十年三月辛卯。
《清世祖实录》卷３０，顺治四年正月辛未。
《清世祖实录》卷６２，顺治九年正月壬寅。
《清世祖实录》卷７１，顺治十年正月甲戌。
《清世祖实录》卷７６，顺治十年六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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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武官员的出行仪仗， “民公以下及满汉有棍扇者，扇上各写职衔，一半满字，一半汉字”①。

这些声势浩大的仪仗应当会给道旁观望的百姓以深刻的印象。

从满蒙汉三体并书到满汉合璧，这一变化过程清晰地展现出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政治文化认同的

演变。汉字在合璧体系中地位的明显上升，是他们对汉文化为核心的 “中国”认同日益加强的充分

表现。由此，清朝的 “中国化”进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与满汉文并立的蒙古文，入关后的使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但在清朝合璧

书写体系中持续在场并始终保持着重要地位。满蒙汉三体合璧依然在各种场合尤其在宫廷生活中随

处可见，比如帝后的徽号、庙号、谥号等的书写。皇家陵寝的匾额、碑刻，以及紫禁城内慈宁宫门

额等，并未依照太庙之例书写满汉合璧，而是保留三体合璧的祖制。显然，清帝借此表明，满蒙一

家的亲缘关系始终如故。不仅如此，在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以及与俄罗斯、

哈萨克等周边国家交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都十分注意发挥蒙古文的媒介作用，大量使用包含蒙古

文的不同形式的合璧书写。由是观之，在清朝大踏步迈向 “中国化”的进程中，蒙古已经成为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　 “同文之盛”：清中期六体合璧格局的奠定与国家认同的确立

经过几代帝王的开拓与经营，至乾隆时期，清朝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疆域空前广袤。清朝统

治者在历次征战及经营边疆的过程中，注重利用当地民族文字，以强化沟通联络。随着清朝势力的

不断西进，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字进入官方视野，成为合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

藏文是进入合璧体系较早的民族文字之一。清廷由于扶持藏传佛教、强化西藏治理的需要，在相关

领域的合璧书写中大量引入了藏文。乾隆帝用兵大小金川期间，还使用包含藏文的合璧书写以抚慰地方

土司。例如，乾隆三十七年 （１７７２）十二月，因绰斯甲布土司工嘎诺尔布 “尚属恭顺”，特颁嘉奖谕旨一

道，“兼用清字、蒙古字、西番字三体书写，俾知中朝治普同文，倍深感畏”②。谕旨中包含了当地人使

用的 “西番字”（即藏文）、蒙古文，是清廷在西南一带宣扬、塑造国家 “同文”一统形象的重要手段。

托忒文和察合台文则随着清朝势力向西北拓展而被重视。清朝统治者不仅在平定准噶尔和大小

和卓之乱等战争期间因地制宜使用上述文字，在战争结束后，更是以建造碑刻、发行官币等国家行

为承认了它们的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合璧书写体系。自乾隆二十年起，清廷相继在伊犁地区刻立
《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等多处纪

功碑，均为满、汉、蒙、藏四体合璧，其中的蒙文即托忒蒙古文。这是清廷公开使用包含托忒文在

内的合璧书写的主要场合之一。流行于新疆的察合台文，则被清廷用于铸造新疆官钱、镌刻清真礼

拜寺碑等重要场合。乾隆二十四年，叶尔羌官局鼓铸乾隆通宝，“一面铸 ‘乾隆通宝’汉字，一面

铸 ‘叶尔羌’清文及回字”③。“回字”即指察合台文，因此新疆制钱为汉、满、察合台三体合璧。

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亲自撰写的御制文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碑文用满、汉、蒙古、察合台

文四种文字，阐明清廷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怀柔政策。④

合璧书写的演变与清朝的国家认同

①

②

③

④

《清世祖实录》卷６４，顺治九年四月庚申。
《清高宗实录》卷９２２，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癸酉。
《清高宗实录》卷５９３，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载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总目》，辽宁民族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２—２９３页。关于此碑的内容及阐释，可参见王东平 《乾隆御制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的两个问题》，载
《西域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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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文字的加入，至乾隆中期，合璧书写体系突破了清初以满汉合璧为主、满蒙汉合璧为
主流的二体、三体格局，向着更为复杂的多语文并立格局发展。与此同时，面对广袤的疆域和多元
的族群，清朝统治者试图以多民族语文合璧，重新构建起大一统的 “同文”秩序。不过，此时的
“同文”之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以往注重统一文字的 “书同文”理念不同的是，清人认为，

同文的要义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文字的 “义理”， “文字之声音，越数郡而或不同；文字之义
理，则纵而引之，千古上下无所异；横而推之，四海内外无所异”①。因此，不同文字只要表达相同
的 “义理”即可。至于 “义理”的内涵，乾隆帝也有明确解释：“因悟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
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而恶小人。”② 很显然，这
是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道德教化。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清朝统治者重新界定了 “中国”的内涵。他们认为，本朝实现了新的大
一统，是 “有造于中国”。雍正帝在 《大义觉迷录》中有言：“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

其中有不向化者……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
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③ 可见，在清朝统
治者的语境之下，中国是多民族一统的国家，不同族群在保留各自风俗和语文差异情况下，只要诚
心向化，即尊奉本质相同的道德教化，即可纳入 “中国”之范畴，成为 “大一统中国”之一员。由
此，“中国”的外延也扩大了。而此一时期清朝统治者的 “中国”认同，则突出表现为在不断拓展
疆域的同时，将不同民族文字先后纳入官方合璧书写体系，以此宣扬 “国家一统同文之盛”④，并通
过一系列相应的文化工程，整合各族群的意识形态，构建共同的王朝国家认同。

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即启动以多语文合璧书写为中心的大型图书编纂活动，以此打造 “同文之
盛”景观。乾隆年间，清廷组织大批人员在康熙满文 《御制清文鉴》的基础上，先后添加汉文、蒙
文、藏文和察合台文，增纂为满汉二体合璧 《御制增订清文鉴》、满蒙汉三体合璧 《御制满洲蒙古
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满蒙汉藏四体合璧 《御制四体清文鉴》，以及满蒙汉藏察合台五体合璧 《御
制五体清文鉴》。系列 《清文鉴》以多种文字叠加的动态，勾勒出清朝合璧体系的演进轨迹，也生
动展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

而乾隆二十八年修成的 《钦定西域同文志》，不仅奠定了合璧书写的最终格局，更是清朝统治
者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建设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该书使用了六种文字，“始以国书，继以对音汉
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缀书”⑤。这实际上是以官方修书的形
式，正式承认了上述文字的合法身份，同时还钦定了各文字之间的尊卑序列，即以国书满文为尊，

其次为汉文，再次为蒙、藏、托忒、察合台文。由此，满、汉、蒙、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格
局最终奠定。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注释一律用汉文，以便 “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⑥。说
明在清朝构建的 “同文”秩序内，满文虽有 “首崇”地位，但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汉文
作为通用文字的地位趋于稳固，其传达的教化理念才是 “同文”之核心。

此后，许多具有政治文化象征意义的石碑、匾额，也相继改用五体乃至六体合璧书写。乾隆四
十八年九月，乾隆帝在巡视盛京、恭谒祖陵时，下令将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一律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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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钦定翻译四书五经提要》，载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８５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版，第１页。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序》，载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４册，第７—８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４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６页。
《清高宗实录》卷１１８８，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己亥。
《钦定西域同文志序》，载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５册，第１页。
《钦定西域同文志序》，载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２３５册，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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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牌，“镌刻清、汉、蒙古、西番、回子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①。同月，又将盛京大

清门两旁所立下马木牌改为石碑，照皇陵之例，镌刻五体字。② 北京的国子监、孔庙、历代帝王庙、

大高殿等处的下马碑文，则为满、汉、蒙、藏、托忒、察合台六体合璧。而扩建以后的热河避暑山

庄正门御题 “丽正门”三个字，则用汉、满、蒙、藏、察合台五体合璧镌刻，正如乾隆御制诗所

言：“岩城埤堄固金汤，詄荡门开向午阳。两字新题标丽正，车书恒此会遐方。”此处多语文合璧象

征清朝 “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功绩。可见，对于这些皇权的象征物，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朝统

治者有意识地在早期满蒙汉合璧基础上，增添新附疆域的民族文字，以寓意清帝 “天下共主”身

份，宣示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四　嘉道以后合璧书写的整体式微与清朝国家认同的稳固

嘉道以后，合璧书写作为清朝统治者巩固和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形象与认同的重要手段，持续

发挥着作用。例如，清廷重要文书尤其是皇帝诏书，直至晚清时期仍然遵循满汉合璧书写原则，如

此方显郑重。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诰敕文书和封赏名号。至于皇家陵寝等地的匾额、碑刻等，则始终

保持着满蒙汉三体合璧的祖制。此外，武英殿先后于道光十六年 （１８３６）刊刻满汉合璧 《清汉对音

字式》、同治年间刊印满蒙汉三体合璧 《三合圣谕广训》等，表明合璧图书的编纂工作并未停滞。

然而，合璧书写在此阶段仍呈现出整体式微之势，突出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继乾隆年间确立了象征 “同文之治”的六体合璧体系后，清廷的疆域及民族格局趋于稳

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基本奠定，此后清廷停止了此类大规模的文化整合工作，由此官

方合璧图书数量、种类较之此前大量减少。从合璧的语种来看，嘉庆以后清廷极少使用五体或六体

书写，也没有再编纂过像 《钦定西域同文志》《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样多语种合璧的大型官书。就

图书数量和内容而言，不仅总体书目锐减，而且普遍缺乏改进和创新之处。有学者根据 （光绪）

《大清会典》载录书籍进行过统计，发现嘉庆朝翰林院编校的书籍，不及乾隆朝的一半，且约一半

以上为续纂或重修。③

二是随着满洲人满语文能力的急剧下降及对汉文的熟练使用，各级政府公文满汉合璧书写制度

难以为继。其中的满文部分渐渐荒废，甚至被抛弃，代之以纯汉文书写，制度规定遂形同虚设。嘉

庆五年 （１８００）四月，盛京将军傅森在查办奉天府尹恩明家人及太监沿途勒索一案时，发现该衙门

档案并未按照清廷定制书写满汉文合璧，而衙门内存贮档案也没有兼写满文，显然奏折漏写满文并

不始于恩明，而是早有先例。④ 由此不难推测，至少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起，奉天府就出现了将

满汉合璧奏折等档案改为纯汉文书写而减省满文的情况。奉天府位于满洲人的龙兴之地，系清廷对
“国语骑射”要求最严之地，其官员历来按规定应以满文或满汉合璧奏事。即便如此，奉天官员仍

然出现废止满汉合璧书写而单用汉文之事，那么其他地区的情况便可想而知。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从臣工上呈的题本、奏折来看，合璧书写似乎恰恰在满语文开始衰落

的乾隆中后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发展。以 《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为例，康熙朝题本全部以

满文书写，顺治、雍正两朝满文、满汉合璧各半，而乾隆以后的题本，则绝大部分为满汉合璧。⑤

合璧书写的演变与清朝的国家认同

①

②

③

④

⑤

《清高宗实录》卷１１８８，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己亥。
《清高宗实录》卷１１８９，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乙巳。

乌兰其木格：《清代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编纂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五年四月初九日。

参见大连图书馆编：《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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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官员满语文能力普遍下降，导致某些原先要求使用满文奏事的制度难以执

行下去，面对此种困境，统治者不得不改变策略。咸丰三年 （１８５３）八月，热河都统毓书奏报粮价

时，皇帝要求，以后每月奏报粮价，用满汉合璧折，其余如巡查七道岭情形等一切 “照例事”，也

照此使用满汉合璧折。① 这就意味着，皇帝对于八旗官员奏报雨雪粮价、日常巡查等 “寻常事件”，

已不似此前那般严格要求以满文书写，而是充分发挥合璧书写象征性与实用性的双重功能，即一面

默许官员用汉文上折，一面又要求在书写汉文的同时兼用满文，以维系 “国语”的尊崇地位，遂成

合璧。具体操作中，许多官员往往先拟写汉文部分，再由笔帖式翻译满文附上。显然，在这样的一

份奏折中，汉文具备沟通交流的实用价值，发挥了通用文字的作用，而满文则大多出于象征意义。

到了清末太后主政时期，由于慈禧本人并不通晓满文，从而直接导致清廷在题本、奏折等公文

的书写中彻底放弃使用单一满文的传统。咸丰十一年十月，清廷接连发布两道谕旨，要求以后 “京

外各衙门遇有清字奏事折件，均用清汉合璧式样”；臣工呈递给两宫皇太后和皇帝的请安折，“其应

用清字者俱用清汉合璧”②。这两道谕旨，实际上是将文武官员所有奏折中需要用满文之处，一律改

为满汉合璧。光绪帝即位后，清廷重申了这一制度规定。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慈禧太后主政，

短时期内扩大了满汉合璧书写的普及范围，但同时又加速了满语文的消亡。

由是观之，正是由于以慈禧太后、八旗官员为首的满洲人自身满语文能力的普遍弱化，合璧书

写在嘉道以后出现不可逆转的颓势，而清末公文书写中满汉合璧的普及，则进一步削弱了满语文的
“国语”地位，汉语文作为族际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实际发挥着沟通交流的作用。１９
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现代 “国语”观念传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汉语 “官话”定为 “国

语”。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清廷颁布 《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 “官话”为基础的 “国语”正式得到

官方认可。至此，清朝的 “国语”完成了从满语到汉语 （官话）的转型，这一过程 “隐含了满族旗

人的中华化过程，伴随着族群政治认同的变化”④。也就是说，满语文的衰落与清末 “国语”变迁，

不仅体现出时人对于 “国语”概念认知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包括满洲人在内的清人对于以汉

文化为核心的 “中国”认同的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多语文的合璧书写出现整体式微之势也就不

难理解了。

由以上论述可知，合璧书写已经内化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同时

也是彰显其国家认同的重要风向标。有清一代，合璧书写及其格局不断发展演变，这一动态过程清

晰地向人们展示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是如何一

步步融入中原文化圈，最终重建起新的 “同文”秩序，实现并巩固大一统格局的历史全景。在此过

程中，清朝完成了 “中国化”进程，其 “中国认同”也在不断强化、巩固和自觉。

【项目说明】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清代官方多语文合璧书写及其政

治文化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９ＹＪＣ７７００３２。

（作者强光美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讲师　邮编１０００８３）

（责任编辑　赵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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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文宗实录》卷１０２，咸丰三年八月丁丑。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清德宗实录》卷１，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庚辰。

张军：《满族的语言认同与清末 “国语”转型》，《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